















由于以下两点 : (1)修宪达到了如此频繁的程度 ,以至于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转型中国修宪将是我们经常要
面对的 ; (2)相应地 ,每次修宪都成为主流话语极为重要的话题。张千帆教授甚至明显乐观地认为 :“修宪
作为一个过程已经激发了社会对宪法的热情。可以不夸张地说 ,修宪意味着中国‘宪政时刻’的来临。”②
但是 ,对这一现象的解读 ,却缺乏足够的学理分析力度。③
可以大致地区分两种修宪 :一种修宪与民主相关 ,旨在贯彻和体现“主权在民”原则 ;另一种修宪则旨
在解决宪法的社会适应性。宪法的社会适应性之所以成为“问题”而需要以恰当的方式“解决”,主要是因





型修宪与回应型修宪) 。在笔者看来 ,在四次修宪的总共 31 条修正案中 ,属于补救理性有限而与社会转型
无关 (至少是没有直接相关性)的修正案是 :第 11 条修正案、第 25 条修正案、⑤第 30 条修正案、⑥第 31 条
修正案 ,其余的修正案则是对中国社会转型的回应。
本文的意旨即在于 ,在梳理自 1988 年以来的四次修宪对中国社会转型回应的基础上 ,从政治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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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角度对修宪作出解读。对修宪的这一解读包括两个方面 : (1) 修宪本身是否可能遭遇正当性质疑 ?
(2)修宪在根本上是否对政治正当性的构建 ,因而修宪主要不是作为宪法现象而存在 ?⑦
二、修宪对转型中国的两种回应
梳理为回应社会转型而产生的宪法修正案 , ⑧可以发现有两种不同功能的宪法修正案 ,也就可以相应
地对转型中国的修宪作制度性修宪与观念性修宪的区分。本文所谓“制度性修宪”是指具有制度变迁意义
的修宪 ,即修宪提供了新的规范 ; ⑨所谓“观念性修宪”是指修宪不具有制度变迁的意义 ,即修宪并不提供






(1)第 1 条修正案。这一修正案对《宪法》第 11 条进行了修正 ,即补充规定 :“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
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 ⋯⋯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
理。”⑩这一修正案的意义在于确认了私营经济的合法地位 ,从而为私营经济提供了制度空间。这一修正
案在 1999 年又被第 16 条修正案所修正。




(3)第 5 条修正案。这一修正案将《宪法》第 7 条“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 ,是国民经济
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营经济的巩固和发展”修正为“国有经济 ,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 ,是国民
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从字面上看 ,这一修正案只是作语词上的更
改 , λϖ 但是将“国营企业”改称为“国有企业”,实质上是对企业与政府关系的重新界定 ,因此 ,这一修正案可
以说具有制度变迁的意义。
(4)第 8 条修正案。这一修正案将《宪法》第 16 条“国营企业在服从国家的统一领导和全面完成国家
计划的前提下 ,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 ,有经营管理的自主权”修正为“国有企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有权自
主经营”。这是对第 5 条修正案的回应 ,而取消“在服从国家的统一领导和全面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的
表述可以看作是使企业作为市场主体能够获得更大的“自主经营”权的制度空间。




(6)第 14 条修正案。这一修正案对《宪法》第 6 条进行了修正 ,即补充规定 :“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 ,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
存的分配制度。”这一修正案为按劳分配之外的分配方式提供了制度空间。




(8)第 23 条修正案。这一修正案对《宪法》第 14 条进行了修正 ,即补充规定 :“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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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 20 条修正案。这一修正案将《宪法》第 10 条第 3 款“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可以依照法律
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修正为“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
给予补偿”。
(2)第 22 条修正案。这一修正案对《宪法》第 13 条进行了补充 ,即规定 :“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
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这两条修正案明确了国家征收或征用应“依法”进行 ,并且其征收或征用应承担相应的补偿责任。




(1)第 1 条修正案。这一修正案在《宪法》第 11 条规定的基础上增加规定了“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
有制经济的补充”。承认“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实际上也就是为私营经济提供了合法
的制度空间 ,但是考虑到第 1 条修正案已经以“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这一
表述更明显、更直接地为私营经济提供了制度空间 ,将私营经济定位为“公有制经济的补充”的这一表述就
显然不是出于制度变迁的考虑 ,而是要在给予私营经济合法的制度空间后进一步界定其与公有制经济的
关系 ,因而主要属于观念陈述的功能。1999 年的第 16 条修正案将“补充”修改为“重要组成部分”则佐证
了第 1 条修正案的这一内容在功能上是观念性的这一判断。





(3)第 4 条修正案。这一修正案在《宪法》序言第 10 自然段末尾增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
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这一内容。这只是对现行政治秩序的追认 ,不具有制度创新或变迁的
功能。
(4)第 6 条修正案。这一修正案将《宪法》第 8 条第 1 款“农村人民公社、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其他生产、
供销、信用、消费等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 ,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修正为“农村中的家庭联
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生产、供销、信用、消费等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 ,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
济”。这一修正案于 1999 年又为第 15 条修正案所修正。




(6)第 12 条修正案。这一修正案是对《宪法》序言第 7 自然段的修正 ,其内容包括 :1) 将“中国新民主
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 ,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 ⋯⋯取得的”中的“都是”修正






这一修正案同时也是对 1993 年的第 3 条修正案的修正。
(7)第 13 条修正案。这一修正案对《宪法》第 5 条进行了补充 ,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
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修正案显然是对转型中国的法治化进程的回应 ,但这也只是一个宣言式
的条款 ,并不具有规范意义。












(10)第 17 条修正案。这一修正案将《宪法》第 28 条中的“其他反革命的活动”修正为“其他危害国家
安全的犯罪活动”。这一修正案取消了带有明显意识形态色彩的“反革命”一词 ,改用一个纯粹的法律用语
“危害国家安全”,其意义也只能认为是观念上的而非制度上的。λω




第 12 条修正案一样 ,这一修正案也是对执政党的指导思想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执政目标 (“政治文
明”)的宪法陈述。














(14)第 24 条修正案。这一修正案对《宪法》第 33 条进行了补充 ,即规定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
一修正案直接表达了转型中国的价值重构 ,但同第 13 条修正案一样 ,也是一个宣言式的条款。尽管这一
宣言式的条款意义非常重大 ———“在宪法文本中直接导入‘人权’概念并加上‘尊重’这个字眼 ,意味着在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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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商 　研 　究 2006 年第 4 期 (总第 114 期)
种程度上超越了法律实证主义的新权利观 ,即承认在国家成立之前和国家规定之外存在着一些出乎自然





(15)第 26 条修正案和第 27 条修正案。这两条修正案分别将《宪法》第 67 条、第 80 条中的“戒严”修
改为“紧急状态”。这两条修正案的意义被认为是“以小改宪的方式试探了大改宪的可能性”, λ| 但是 ,这样
的意义显然只是潜在的 ,两条修正案明显不具有直接的制度构建功能。
三、对修宪正当性的质疑
在属于“回应型修宪”的总共 27 条修正案中 ,有 11 条修正案属于制度性修宪 ,有 17 条修正案属于观
念性修宪 ,其中第 1 条修正案同时具有制度性和观念性两种功能。这一数字对比比较直观地表明 ,就转型
中国的修宪而言 ,观念陈述的功能要大于制度变迁的功能。这一判断还可以从以下几点得到证明 : (1) 反
复被修正的是《宪法》序言的第 7 段 (1993 年、1999 年和 2004 年三次修正) 。这凸显了修宪的观念陈述功
能。(2)许多具有制度变迁功能的修正案 ,究其实质并不是宪法意义上的制度变迁 ,如第 9 条修正案关于
集体经济组织的修正和第 14 条修正案关于分配方式的修正。
同时 ,宪法修正案的稳定性极低 ,有一些修正案在修宪中本身又成为被修正的对象 :第 1 条修正案在
时隔 11 年后为第 16 条修正案所修正 ,第 16 条修正案又在 5 年后为第 21 条修正案所修正 ;第 3 条修正案
在时隔 6 年后为第 12 条修正案所修正 ,第 12 条修正案又在 5 年后为第 18 条修正案所修正 ;第 6 条修正
案在时隔 6 年后同样地为第 15 条修正案所修正。λ}在属于“回应型修宪”的总共 27 条修正案中 ,有 5 条修
正案是用来对修正案进行修正的 ,有 5 条修正案是被后来的修正案所修正的 ,有两条修正案被修正了两
次。这种“对修正案的修正”,是转型中国的修宪所特有的 , λ∼而修正案被修正的时间间隔又是如此之短。
















这样的质疑 ,对于修宪的正当性而言 ,很可能是根本性和颠覆性的。这意味着 ,转型中国的“回应性修
宪”即使做到了使宪法恰当地回应了社会生活 ,也是付出了巨大代价的。虽然有可能从其他方面证明修宪












在此语境下中国的具体情形是 ,1978 年执政党对“改革开放”的选择开启了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 ,并




























贝马斯揭示了这一点 :“在早期文明中 ,统治家族乃是借助于原始神话证明自身的正当性。这样 ,法老们首
先把自己说成是神的儿子。在这个水平上 ,只需要叙述性基础就足够了 ,这就是神话传说。伴随着古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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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正当性的证明在逻辑上包括三个方面 : (1)谁拥有统治权和如何获得统治权 ,这是政治统治的依




政治正当性证明的途径从理论上说有两条 : (1)规则 (制度) 形态的正当性证明 ,即通过证明政治统治
对现实制度的符合而使其获得正当性 ,也就是通过合法化来证明正当性。其典型如晚清以“钦定宪法大
纲”使专制统治获得合法化。对此必须注意的是 :“将合法律性 ———实证论秩序提升为评议政治合法性最
终标准的地位 ,这意味着对国家的一种屈从 ,这种屈从与合法性理念是完全相违背的。”νζ (2) 观念 (价值)












政治正当性证明的三个方面 :主权在民解决的是“凭什么统治”的问题 ,基本人权宣示了政治统治的目标 ,
有限政府则表明政治统治如何进行。这样的宪法自然也会被认为是真正“可欲的”宪法。
考察近代以来的制宪史 ,以本文的逻辑 ,可以大致地区分两种类型的宪法 :一种宪法以具体而实在的
制度设计 ,并在某种程度上将主权在民、基本人权和有限政府的理念熔铸于制度中 ,以构建政治正当性 ;另
一种宪法则呈现出非制度化的特性 ,主要通过陈述观念 (信仰) 体系来为现行政治秩序提供正当性证明。
自然 ,一部作为实在法存在的宪法 ,往往不一定可以纯粹地被归属于某一类型。更准确地说 ,宪法迄今为









正当性诉求之间的对应关系。其中 ,为“改革”及其具体措施提供正当性依据的宪法修正案是 : ν∼作为制度
性修宪的全部宪法修正案和作为“观念性修宪”的第 1 条、第 6 条、第 7 条、第 15 条、第 16 条和第 21 条宪
法修正案。
为回应转型社会对政治正当性的新要求而进行的修宪包括 :第 3 条、第 4 条、第 12 条、第 13 条、第 17
条、第 18 条、第 19 条、第 24 条、第 26 条、第 27 条和第 31 条修正案。这些修正案依其内容以及与政治正
当性证明之内在逻辑的关联性 ,可以作这样的区分 :
(1)旨在阐述执政党之指导思想的宪法修正案 :第 3 条修正案增加了“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和“根据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两项内容 ;第 12 条修正案将“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修




主义实践提供了知识论上的正当性依据 ;当然 ,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知识论 (进化论) ,未来社会是自由人的
联合体。这样 ,社会主义实践又获得了目的论上的正当性。这里所遵循的是知识论与目的论合一地构建
正当性的逻辑。ου 因此 ,一种社会实践如果是以马克思主义及其在当代的发展为精神源泉 ,一个政党如果
是以马克思主义及其在当代的发展为理论指导 ,那么这种实践和致力于这种实践的特定政党的正当性也
就会被认为得到了证明。
(2)旨在为现行政治秩序提供政治认同的宪法修正案 :第 4 条修正案在《宪法》序言第 10 自然段末尾
增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第 12 条修正案将“中国新民主
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 ,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 ⋯⋯取得的”中的“都是”改为
“是”。这是执政党用以表达她的谦逊 ,并在逻辑上与第 4 条修正案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
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相关联。这为中国共产党在多党合作制中的领导地位提供了历史依据 ,表明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经历了“历史选择”而来的οϖ ———这类似于诉诸传统的正当性证明。第 19 条修












与弊端的背景下 ,宣告“政治文明”作为政治秩序之目标 ,是极为必要的。第 31 条修正案对《宪法》第 136
条进行了补充 ,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这一修正案的功能可以作两方面的理
解 : (1)增列作为国家象征的国歌 ,从而使国家的仪式化存在变得更完备。(2)由于《义勇军进行曲》所具有
的承载民族主义的功能 ,此项修正就不排除具有正当性构建的目的。οξ对民族主义的彰显在笔者看来也属
于对政治目标的一种表达。
(4)旨在经由政治统治方式而构建政治正当性的宪法修正案 :第 13 条修正案对《宪法》第 5 条进行了
·48·
























部分。ο{修宪 ,在转型中国主要属于政治事件而非 (严格意义上的)宪法现象。正如夏勇先生所言 :“20 年来







在笔者看来 : (1)普遍主义与相对主义的争论 ,恰好可以看作是人权得以作为当代世界普遍价值的一种反映。人权的普遍性和经济的全球
化一起 ,构成了当代“法的世界化”或“世界法”的基本前提 (参见[法 ]马蒂 :《世界法的三个挑战》,罗结珍等译 ,法律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8 -
62 页 ; [美 ]伯尔曼 :《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130 - 145 页) 。(2) 在理论上普遍主义与相对主义都有其
自恰性而难以判别是非 ,在实践上相对主义有可能对人权保障构成威胁因而是需要更为审慎地加以对待的。
②λ{ ο}参见张千帆 :《建立中国的法律规范审查制度———对修宪理论的一点探讨》,http/ / WWW. chinalawinfo . com/ article/ user/ article
_display. asp ? ArticleID = 29089.
③对修宪的解读堪称敏锐而机智的作品有 :林来梵 :《互惠正义 :第四次修宪的规范精神》,《法学家》2004 年第 4 期 ;季卫东 :《从界定产
权到改善政权———对宪法第四修正案建议稿的诠释和批评》,《财经》2004 年 1 月 6 日。
④转型中的中国宪法被界定为“改革宪法”。参见夏勇 :《中国宪法改革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从“改革宪法”到“宪政宪法”》,《中国
社会科学》2003 年第 2 期。








⑥第 11 条修正案和第 30 条修正案可以合并看待。第 11 条修正案将《宪法》第 98 条所规定的县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任期由三年改为五
年 ,第 30 条修正案将《宪法》第 98 条“省、直辖市、县、市、市辖区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三
年”修改为“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这两次修宪使所有的地方人大的任期均延长为五年。季卫东对此另有解读 :“在改变
对私有财产的定位之后 ,如何处理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就凸显出来 ;为了在新的经济基础上实现社会公正 ,改宪建议案试图
加强对弱势群体的扶助 ,采取了以下三项根本性措施 ⋯⋯一项根本措施是政治方面的 ,把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任期从每届三年延长到五
年 ,以加强基层民主制的功能。”季卫东 :《从界定产权到改善政权———对宪法第四修正案建议稿的诠释和批评》,《财经》2004 年 1 月 6 日。
⑦有学者以正当性为视角对转型中国的公法现象作了考察 (参见沈岿 :《因开放、反思而合法———探索中国公法变迁的规范性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2004 年第 4 期) ;也有学者对司法改革中的“非法”之举提出了一般性疑问 (参见谢佑平、万毅 :《法律权威与司法创新 :中国
司法改革的合法性危机》,《法制与社会发展》2003 年第 1 期) 。本文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只是以宪法修正案的内容为对象展开分析 ,
并没有涉及修宪的其他方面 ,如程序、修宪权的归属等 (这些问题构成了“宪法正当性”的子问题) 。沈岿就指出了“宪法的修订者是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 ,但是 ,作为政府的一个分支 ,其所作的修宪决策是不能轻易认为是可接受的”(沈岿 :《因开放、反思而合法———探索中国公法变
迁的规范性基础》,《中国社会科学》2004 年第 4 期) 。但是 ,这样的局限性并不会从根本上颠覆本文所可能具有的意义。
⑧有必要就这部分修正案的全部内容作出陈述和分析 ,尽管这可能被读者认为过于琐碎 ,也必定会使全文的不同部分在篇幅上显得失
衡 ,但此处的琐碎可以使后文变得简洁。
⑨早有学者提出“制度性修宪”这一概念 ,使之与“政策性修宪”相对 (参见殷啸虎 :《论“政策性修宪”》,《法商研究》2000 年第 1 期) 。“政
策性修宪”被认为是转型中国修宪的主要甚至是单一的模式。换言之 ,当代中国的修宪被认为不属于“制度性修宪”。关于修宪与政策之关
系 ,还可参见王磊 :《宪法如何面对未来———修宪与宪法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中外法学》2005 年第 1 期。
⑩这一修正案的省略号部分在笔者看来属于观念性修宪的内容 ,因而放在下文论述。
λϖ相应地 ,第 10 条修正案将《宪法》第 42 条第 3 款中的“国营企业”修正为“国有企业”。这只是对第 5 条修正案在语词上的回应 ,可以
认为并不具有独立的意义。
λω需要指出的是 ,在 1999 年的第 17 条修正案之前 ,1997 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 的修改 ,就
完成了以“危害国家安全”对“反革命”的语词替代。严格地说 ,1997 年对《刑法》所作的这一修改的合宪性是可质疑的。
λξ王兆国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 (草案)〉的说明)》, http :/ / news. xinhuanet . com/ newscenter/ 2004 - 03/ 08/ content _
1352469_1. ht m.
λψ λζ λ|季卫东 :《从界定产权到改善政权———对宪法第四修正案建议稿的诠释和批评》,《财经》2004 年 1 月 6 日。
λ}此外 ,第 11 条修正案在 11 年后为第 30 条修正案所修正。由于这属于前文所称的“补救理性有限的修正”而不属于“回应社会转型
的修正”,故此处不涉及。
λ∼可为参照的是 :《美国宪法》第 21 条修正案 (1933 年) 对关于禁酒的第 18 条修正案 (1919 年) 予以废除。谢里夫政府时期 (1991 -
1999 年) ,《巴基斯坦宪法》第 13 次修正案废除了授权总统解散议会的第 8 次修正案。这一宪法修改发生于巴基斯坦的政治动荡时期。有
学者以《美国宪法》第 21 条修正案为“以前一项修正案为内容的唯一修正案”,实为不妥 (参见王磊 :《宪法如何面对未来———修宪与宪法的
稳定性和连续性》,《中外法学》2005 年第 1 期) 。对法律的一种政治解读表明 :“虽然能动型的法律不能为它试图规制其行为的那些人的偏
好所改变 ,但它具有另一种意义上的可调适性和灵活性———政府在实现其设计蓝图之过程中的每一次失败或成功都可能使它发生改变。
无论它采取客观规制的形式还是行为模式的形式 ,它都不可能一成不变到对国家计划之实现构成障碍的程度。每当它变得效率低下或者
对国家目标之达成起反作用的时候 ,它就必须得到修正”( [美 ]达玛什卡 :《司法和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比较视野中的法律程序》,郑戈
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第 122 页) 。这可以解释 (至少部分地解释)为什么转型中国存在如此频繁的修宪。
µυ王磊认为 :“修改之后的宪法文本的不统一⋯⋯反映了修宪者没有处理好宪法修正案和宪法原文之间的关系”(王磊 :《宪法如何面对
未来———修宪与宪法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中外法学》2005 年第 1 期) 。这可以看作是与本文相区别的就修宪的技术方面对修宪的正当性
所提出的质疑 ,尽管作者的本意未必是就此考察修宪的正当性。
µϖ此处所及 ,乃是修宪与宪法秩序的安定性问题。通常认为 ,频繁的修宪必定影响宪法秩序的安定。笔者对修宪正当性的质疑 ,可借
这样的理由而加以辩护 :转型中国的修宪尽管频繁 ,但并未触及宪法的“结构性或核心部分”,故修宪并不妨碍宪法秩序的安定性。
µω例如 ,林来梵即以“互惠正义”为“第四次修宪的规范精神”(参见林来梵 :《互惠正义 :第四次修宪的规范精神》,《法学家》2004 年第 4
期) 。这“互惠正义”既可以使修宪具有构建政治正当性的功能 ,也可以使修宪本身能够具备某些正当性要件。
µξ白钢 :《论政治的合法性原理》,《天津社会科学》2002 年第 4 期。
µψ[美 ]塞缪尔·亨廷顿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 ,三联书店 1989 年版 ,第 34 页。
µζ“内在制度”与“外在制度”出自制度经济学。参见[德 ]柯武刚、史漫飞 :《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韩朝华译 ,商务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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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 2000 年版 ,第 119 - 142 页。
µ{参见[英 ]哈耶克 :《法律、立法与自由》第 1 卷 ,邓正来等译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0 年版 ,第 125 - 252 页。
µ|参见张光直 :《考古学专题六讲》,文物出版社 1986 年版 ,第 17 - 18 页。
µ}参见夏皮罗提出的两个“视为当然的关于政治的假定”:“一是没有一种决策会对所有人的利益都是中性的 ;二是期望在关于人类目
标上的持久的歧异性是合理的”。[美 ]夏皮罗 :《民主理想的构成要素》,载[加 ]布来顿等编 :《理解民主》,毛丹等译 ,学林出版社 2000 年版 ,
第 247 页。
µ∼张光直所说的“断裂”是纵向的、时间向度的 ,而社会学家敏锐而富有穿透力地发现了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存在横向的、空间向度的
“断裂”,即社会变迁使某些成员不至于被边缘化甚至被“非结构化”(其意思类似于“出局”) ,并由此而将同为社会转型中的 20 世纪 90 年代
以来与 80 年代区分开来。这样的观察与分析路径 ,被认为是出于对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公平问题的深切关注 (参见孙立平 :《断裂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 ;孙立平 :《转型与断裂 :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孙立平所说的“断裂”同样与本文所关注的问题密切关联。有必要指出的是 ,发生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横向“断裂”使我们
必须区分中国社会转型以来的两个阶段 ,因此 ,孙立平所说的“断裂”其实就隐含着 1/ 4 世纪的社会转型也存在着纵向“断裂”。
νυ关于当代中国的政治正当性 ,参见张健 :《合法性与中国政治》,《战略与管理》2000 年第 5 期。
νϖ迈克尔·欧克肖特认为 :“政治活动的两个要素是 :某种形势和被认为有权对它作出回应的某人对它的回应 ⋯⋯第三个要素 ⋯⋯即
思考或反思”。[英 ]迈克尔·欧克肖特 :《政治中的理性主义》,张汝伦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61 - 62 页。
νω参见施治生、刘欣如主编 :《古代王权与专制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1 - 8 页。
νξ[德 ]哈贝马斯 :《交往与社会进化》,张博树译 ,重庆出版社 1989 版 ,第 189 页。可佐证哈贝马斯论断的是 ,在中古的欧洲 ,君主借希
腊哲学中“沉默的统治契约”来获得其统治的正当性。这可以看作是从以神为正当性来源到以人民为正当性来源的一个演进环节 ,甚至是
“最重要的转折论证”(参见陈慈阳 :《宪法学》,台湾元照出版公司 2004 年版 ,第 147 页) 。关于“社会契约论”的历史演变 ,参见[英 ]迈克尔
·莱斯诺夫等 :《社会契约论》,刘训练等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νψ周朝人们以“敬天”、“保民”为“德”。
νζ[法 ]让·马克·夸克 :《合法性与政治》,佟心平、王远飞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 年版 ,第 30 - 31 页。
ν{关于正当性证明采取观念 (价值)形态的论述 ,参见李琦 :《宪法哲学 :追问宪法的正当性》,《厦门大学学报》2005 年第 3 期。
ν|对合法性与正当性的严格区分 ,参见吴冠军 :《正当性与合法性之三岔路口———韦伯、哈贝马斯、凯尔森与施米特》,载许章润主编 :
《清华法学》第 5 辑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46 - 94 页。
ν}严格地说 ,在通过表达政治统治目标来使政治统治获得正当性方面 ,“人权”这一话语具有有限性。以“人类尊严”置换“人权”,是必
要的和更为合适的。习惯上被作为宪法基本原则的分权制衡也不足以充分地表达宪政下的政府的形态与机制 ,必须以“有限政府”(分权制
衡只是其中的内容之一)置换“分权制衡”。“有限政府”包括“私域自治”、“分权制衡”和“责任政府”三题。参见 [瑞士 ]J an - Erik Lane :《宪
法与政治理论》,杨智杰译 ,台湾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 2003 年版 ,第 28 页、第 51 页。
ν∼考虑到修正案与两种正当性诉求之间的对应关系在直观性上的差异和与本文主题之间的关联性上的差异 ,有必要对为回应转型社
会对政治正当性的新要求而进行的修宪做尽可能细致的分析 ,因而这一部分则适当简单化。
ου关于知识论与目的论合一地构建正当性的逻辑 ,参见李琦 :《宪法哲学 :追问宪法的正当性》,《厦门大学学报》2005 年第 3 期。
οϖ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对这一理路的正当性论证的评析 ,参见[英 ]迈克尔·欧克肖特 :《政治中的理性主义》,张汝伦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61 - 85 页。哈罗德·拉斯韦尔指出 ,任何精英都以共同命运的象征作为旗号来为自己辩护和维护自己的利益 ,而美国的政治
领袖们尤其善于诉诸共同的历史寻找政治拥戴。参见[美 ]哈罗德 ·拉斯韦尔 :《政治学 :谁得到什么 ? 何时和如何得到 ?》,杨昌裕译 ,商务
印书馆 1992 年版 ,第 19 - 23 页。
οω对以政绩作为政治秩序的正当性的基础与依据的论述 ,参见[美 ]亨廷顿 :《第三波———20 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 ,上海三联
书店 1998 年版 ,第 59 页。“从长期角度来看 ,即使是缺乏‘正统性’的政治体制 ,只要它能长期成功地满足人们对‘效用’的期待 ,其‘效用’
不久就可能转化为‘正统性’。反之 ,如果长期在满足‘效用’方面连续遭到失败 ,那么也很可能会使原来具有的‘正统性’受到损害乃至全部
丧失。”[日 ]山口定 :《政治体制》,韩铁英译 ,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217 页。
οξ关于民族主义所具有的正当性构建功能 ,参见张健 :《合法性与中国政治》,《战略与管理》2000 年第 5 期。
οψ[英 ]马丁·洛克林 :《公法与政治理论》,郑戈译 ,商务印书馆 2002 年版 ,第 8 页。
οζ有理由认为 ,伴随着这样的社会变迁 ,即便行宪机制不存在功能性缺陷 ,频繁的修宪恐怕也是不可避免的。
ο{因为“只有在一个完全缺乏平等和正义观念的社会里 ,人们才无须向别人证明自己的行为的正当性。一旦人们必须向别人证明自己
的行为的正当性 ,某些类型的私利 ,例如严重或明显损害他人的私利 ,就很难以合理的方式得到辩护⋯⋯在最理想的情形下 ,向别人证明自
己的行为的正当性的愿望本身就表达了我们对别人的利益和观点的尊重”。慈继伟 :《正义的两面》,三联书店 2001 年版 ,第 133 - 134 页。
ο|夏勇 :《中国宪法改革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从“改革宪法”到“宪政宪法”》,《中国社会科学》2003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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